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文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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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文学思想史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的方式需要在使用文献时
较之传统文学批评史更为精细化，尤其是要关注所用文献的文体属性。诗话等以资闲
谈的叙事特征，反映了其私人化、现场化与表现当代文坛文学思潮的独特功能; 被传
统学界视为文论文献的序跋其实在文体功能上乃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两种文体，并构成
表达作者不同创作目的的各种文本形式; 而各种文体所寄寓的作者观念也有类别的差
异，在从中提炼其文学观念时首先要解读其文本构成，并综合加以考察。由此可知，
文献使用精细化是提升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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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
究，应当遵守的学术原则之一便是所有的研究结
论都必须建立在充分占有证据的基础之上。而作
为文学研究领域之一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又
具有对研究证据的更加特殊的要求。这一特殊化
要求便是使用证据时讲究文体特征与文体意识的
精细化追求。因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就
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真实内涵的发掘与说明，
因而在使用文献时便会涉及到反映这些思想观念
的种种不同文体表达方式，诸如诗论、文论、词
论、曲论、诗话、序跋、评点等等，而中国文学
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乃是将理论批评与创
作实践结合起来，也即要从文学创作实践中归纳
提炼出文学观念以与其理论相印证，在使用文献
时又会涉及诗文创作的多样化文章体式。在中国
古代，这些复杂多样的文体样式乃是为了实现各
自不同的文章功能与创作目的而长期积累形成的，
文人在写作时也体现了他们许多独特的思想情感
与实用目的。但是到了现代学者手中，却往往成
为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文献，成为证明其各种研
究结论的证据。在此，就存在一个重要的古今差
异问题，就是将文体多样、内涵复杂的古代创作
简化为平面归类的研究文献使用。这在传统的中
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及中国古代美学
史中体现的至为明显，学界往往将复杂多样的古
代文学理论批评文献载体统统归纳成各种符合现

代文学理论研究范畴的资料汇编，而学者在使用
这些文献时也仅仅将其视为各种文学观点的直接
表达，而对于原来作者的创作目的与表达方式漠
然视之，并最终影响了对于历史真实内涵的探索。
因此，有必要在检讨传统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对
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处理不同文体所体
现的独特文献功能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

一 话体文献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搜集汇编各学科领域中
的研究资料成为目前学界基础文献研究中最为重
要的工作之一，具体到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
研究领域，那便是各种诗话、词话及文话等大型
文献资料著作的汇编。这些资料汇编的目的，用
王水照带有总结性的话说就是: “上述 《历代诗
话》、《词话丛编》和本书，分别为中国古代诗学、
词学和文章学的研究、评论资料的汇编，所收范
围并不仅限于随笔体，说部性质之 ‘话’，只不过
话以其形式自由、笔致轻松而为作者们所喜爱采
用，因而更较常见而已。”①在此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王水照认为以 《历代诗话》、《词话丛编》和
《历代文话》为代表的这类著作，其表现目的均为
诗学、词学与文章学的研究、评论汇编，也就是
说其关注重点在于“研究”与“评论”; 二是他清
楚“话”的文体特征具有随笔与说部的性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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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方式在于“形式自由”与“笔致轻松”。但由
于要照顾文章学的研究与评论内涵，他不得不扩
大收集范围: “一是颇见系统性与原创性之理论专
著”，“二是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著作，及狭
义之‘文话’”， “三为 ‘辑’而不述之汇编式著
作”，“四是有评有点之文章选集”②。可知， 《历
代文话》所收集范围已包括文论著作、文话、文
章学资料汇编及文章评点等，为此王先生不得不
使用广义文话与狭义文话的表述，那么这里的广
义文话已完全不具备文体意义，而且由于关注重
心的转移，狭义文话的文体特征已不具备正面的
价值: 其原因便在于 “比之前类著作，内容广泛
丛脞，大都信口说出，漫笔而成，于系统性、理
论性有所不足”③。在这些文学批评资料汇编中，
较为传统的是唐圭璋的 《词话丛编》，因为其 “所
收范围，大底以言本事、评艺文为主。若词律、
词谱、词韵诸书，以及研讨词乐之书，概不列
入。”④算是大致遵守了“话”的体例，但其关注重
心依然不在其文体特征，因为其编选目的依然是
使其成为“唐宋金元明清以来词学理论比较完备
的丛刊”⑤。后来的同类文献编选者所选范围日趋
扩展，其中最为宽泛的是吴文治的 《宋诗话全
编》、《辽金元诗话全编》与 《明诗话全编》等三
部大型诗话文献汇编，因为该书除了收有成书的
诗话外，同时 “辑录诗文别集、随笔、史书、类
书等诸书中的诗话，以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述评，
诗歌方法研讨等为主; 有关诗人的逸事和思想研
讨，重要诗篇的考辩、重要字义的疏证等，也酌
予收录”⑥。可知此处收录的唯一标准便是 “论
诗”，而文体范围已不在其考虑范围，以致当时即
有人提出异议: “既然所辑大部分并非传统意义中
的诗话，而是辑自诗文集、笔记、史书、类书中
论诗之语，则似改为‘历代诗论’较为合宜。”⑦可
知，现代文学批评文献整理汇编的编纂策略之一
就是借助某个传统术语，将所有的相关文献均汇
集其中，从而实现其理论资料集成的目的，具体
地讲也就是借助“话”的表述形式，汇集成诗话、
词话及文话的大型资料丛刊。从现代学术研究的
目的与研究使用的方便角度看，如此操作自有其
价值与意义。但是，如此的汇编方式却是以牺牲
“话”之文体特征为代价的，而更为深层次的则是
以牺牲文学观念研究的历史真实性为代价的。

现代学者认为诗话初始时偏于 “资闲谈”的
叙掌故，而后来则发展为偏于论诗谈艺的理论论
说，其实并非如此，《四库全书提要》即不用诗话
来统合各种文学理论批评文献，而是同归之于
“诗文评”大类中，并说: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
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
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
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
流，而评其工拙; 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
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 《诗式》，备陈法
律; 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 刘攽 《中山
诗话》、欧阳修 《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
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⑧

依此五例，这“体兼说部”的诗话也仅为诗文评
之一种而已，而且，有学者曾指出，直至清代，
严分诗话与诗论者尚有王士祯与翁方纲⑨，则直到
清代中期依然未将诗话作为统合诗学文献的总名。
所以，按照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许多学者将诗
学文献分为诗论、诗话、诗法与诗评等四个类别，
并各自具有其不同的性质与功能。就一般而论，
诗论集中讨论诗歌功用、历史演变及创作法则等
原理性范畴，诗法则是就创作手段、体式体貌及
技术方法等技巧性内容予以讲说，诗评则往往以
评点方式对作家作品进行鉴赏与评价，诗话主要
记述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交往及时代风气
等等以资闲谈。故而观诗论之写作则重其理论创
造之深度与系统性，查诗法之出版传播则见社会
之一般诗学水准与接受状况，言诗评之价值则看
其促进当时诗歌创作之作用，览诗话之记载则可
觇文坛之风气与诗学观念之流行。它们不同的类
属既决定了其研究方式的差异，也体现了不同的
价值认定标准，如果统统归之于诗学理论价值的
判别，则势必忽视其他的类别价值并导致研究模
式的单一。郭绍虞曾说: “清人诗话中，除评述历
代作家作品外，亦有专述交游轶事及声韵格律者。
本书为提供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参考之用，故
所选者以评论为主。”⑩这是以理论研究的目的而牺
牲了对真正诗话的选择。同时他又认为诗话是
“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因而评论说: “欧阳修自
题其《诗话》云: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
也。’可见他的写作态度是并不严肃的。”瑏瑡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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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诗话为诗论而导致的对诗话学术价值的忽视。
在这四类中，尽管诗话最终被选定为整体诗学文
献的类名称，但受伤害最大的却是其自身。且不
言诗话术语因性质改易而导致的概念混乱，单是
对其文体特征的忽视，就严重影响了诗话研究的
深入，尤其对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影响更是根本性
的，因为它遮蔽了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
层面。

由于对诗话理论价值的过分偏爱，许多学者
不再关注诗话 “资闲谈”的文体功能，更有甚者
乃至否定诗话具有文体的属性，比如蔡镇楚就说:
“诗话是一种论诗著作形式，不同于一般的文学、
文章之类，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笔记’。 ‘笔
记’以随笔杂录为特色，而诗话虽采用随笔体式，
但始终围绕着 ‘论诗’这个中心。整体而言，诗
话是文学批评之一种，不存在‘文体’问题。”瑏瑢其
实，已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认为 “闲话”与
“独语”构成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特征: “‘闲话’与
‘独语’构成宋代诗话的两种话语类型，不仅体现
了特定的主体姿态，而文本与读者之间、作者与
读者之间的特定想像关系。在理想境界上，前者
追求还原日常生活，从而具有 ‘在场性’的特质;
后者呈现的则是一种理论自足的距离感; 在结构
上，前者呈现出随笔式，后者则追求体系性; 在
文体风格上，前者追求幽默风趣而后者则体现出
霸权话语特征; 在文本特征上，前者呈现出对话
中的众声喧哗而后者则体现独语下的异端批判。
两种话语类型标志着宋代诗话的两种价值取向和
两种诗话观。”瑏瑣我认为此处对两种类型文体差异的
概括与分析是很精彩的，唯一遗憾的是，作者认
为它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诗话类型则是受到强大
的历史误解的影响，误将 《沧浪诗话》认定为宋
代诗话著作代表之一种。其实，《沧浪诗话》是典
型的诗论著作，自宋代至明代中期从来没有人称
其为《诗话》，直到明正德十一年才被冠以 “诗
话”之名，那已经是明代部分文人的看法了瑏瑤。因
此，与其说《六一诗话》与 《沧浪诗话》代表的
是两种不同的诗话文体类型，倒不如说 《六一诗
话》代表的是诗话的文体特征，而 《沧浪诗话》
代表的是诗论的典型特征。

也许在诗论研究中诗话这些文体特征是无足
轻重甚至是负面的，但在诗话自身研究，尤其是

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资闲谈”的文体属性绝非仅仅体现其表达
的“形式自由”与“笔致轻松”，而是其真实诗学
观念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六一诗话》曾说: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瑏瑥许多人对此
均将注意力集中在了 “资闲谈”的创作目的上，
但“退居汝阴”也同等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退出
官场之后而作，不仅拥有充裕的时间，更重要的
是拥有了有别于官场时的轻松心态，所以他关注
诗歌的角度、性质及态度均与其为官时大有不同。
居官时考虑更多的是大事，因而论起诗来就会态
度严肃而带有职业的政治责任感。退居后则可能
放下身段说一些轻松的话题，表现出诗学思想的
另一面而且极可能是更真实的一面。今读 《六一
诗话》，无一语言及军国大事、诗书教化，而皆为
诗坛掌故、文人趣事，尤其喜谈诗歌技巧，体现
了欧阳修的审美情愫与艺术追求。自 《六一诗话》
始，便形成了一种传统，真正的诗话之作大多为
年老家居、归隐闲居或居闲职而身心放松时所作，
因而也大都能透露出作者的真实诗学观念与闲适
自足的价值追求，而所有这些在诗论中往往是体
现不出来的。清人徐宝善曾说: “诗教古矣，诗话
盛于后世，大率骋其私见，不推原古昔圣贤立教
之本意。其最下者，乃敢用私意以阿其平昔系援
征逐之徒，而诗益不可问。”瑏瑦尽管是从负面对诗话
进行评价的，却点出了诗话作者们有违于传统诗
教的“骋其私见”的文体特征。

其次是诗话常常记述当代诗坛掌故与人际交
往，故而具有现场感与真切性，从而为文学思想
研究的历史感提供了证据支撑。比如瞿佑的 《归
田诗话》，其中所记乃是 “有关于诗道者”，其内
容则是 “平日耳有所闻，目有所见，及简编之所
记载，师友之所谈论”瑏瑧。此种亲历性构成了 《归
田诗话》反映当代诗坛状况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比如元末诗坛上流行以杨维桢为主的所谓 “香奁
体”，并盛传杨维桢放荡不羁的种种行为，但那都
是通过种种间接记述而呈现的。而瞿佑之 “香奁
八咏”一则诗话则做了真切的交代。他不仅记载
了杨维桢所携带的四位歌女的姓名，还记述了与
杨维桢唱和 《香奁八咏》的过程以及 《咏鞋杯》
的词作。其中特意记载了杨氏 “乘大画舫，恣意
所之，豪门巨室，争相迎致”的盛大场面，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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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记述了时人的感叹: “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弹歌
舞拨琵琶。可怜一解杨夫子，变作江南散乐家。”瑏瑨

香奁体本是元末秾艳诗风与开放诗学观念最为典
型的代表，在此由于杨维桢具有亲密关系的瞿佑
讲述出来，就有一种毋庸置疑的真实感。更进一
步，从时人的感叹诗作中，人们还深切体会到这
位元末诗坛泰斗的无奈与悲凉，这位中过进士、
任过命官的杨维桢，由于元代官场的黑暗与其本
人耿直的个性，却最终报国无门而不能不放浪形
骸地追求感官的刺激与享乐，这背后又隐含了多
少江南文人的压抑与失望。所有这些，都是抽象
的诗论所无法表述的。

其三是诗话往往是对诗坛整体状况与文学思
想潮流进行把握的有效载体。诗论虽然对诗学范
畴及创作方法具有系统而深入的论说，但却很少
对于诗坛实际状况尤其是当代诗坛的总体趋势、
流行观念等进行具体的描述与把握，而诗话恰好
弥补了这一环节，对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来说，
诗话是连接作家个体创作实践与文学理论批评的
中间地带，是实现其对文学思潮予以立体性与过
程性考察的最佳文献。对此，曾有学者将写作诗
论《说诗晬语》的沈德潜和写作 《随园诗话》的
袁枚加以对比，然后深有感触地说:

《随园诗话》与乾嘉诗话如此丰沛地记载
诗话主人以及当朝社会人众的诗生活，如从
本文引言述及的诗观角度言，袁枚倡言的
“性灵”说，显然不同于 “神韵”“格调”
“肌理”诸说主要基于论评表述的方式，其说
主要表现为一股声势浩大的漫流于全社会的
作诗潮流。换言之，“性灵”说主要的并不是
一个理论形态的诗观，而是最广大地涵括了
乾嘉盛世诗歌现象的一个代名词，它的诗学
的内涵或是虚无空洞的，其丰富性实在于具
体充斥其中的诗与人及其时代。 “性灵”者，
袁枚及其引领的乾嘉盛世诗歌主潮之谓也。瑏瑩

张寅彭在此用坚实的实例与深入的论述说明了诗
论与诗话的不同文体特征及其所不能相互替代的
研究价值，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诗话既然是一种包蕴性很强的综合性文体，
其价值当然不限于文学思想的研究领域，比如有
人可以探讨其存诗存人的史料价值瑐瑠，也有人从中
揭示鲜活的文人心态瑐瑡，同时更可以成为诗学理

论、诗学批评及诗歌鉴赏的研究文献，但就其文
体的主要特征与基本性质而言，它依然具有轻松
真实的观念表达、真切自然的现场感受以及时代
思潮整体展现的独自特性，从而成为文学思想史
研究的独特文本并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依
此类推，词话、文话与曲话也应当具有同等的价
值与功用，限于篇幅不再赘言。

二 序跋体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

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序跋已经被理所
当然地视为研究古代文论的代表性文献，不仅有
大量的诗论、词论与赋论的文献选编均以序跋作
为主要遴选对象，而且还出现了文论研究性质的
序跋总汇著作，如丁锡根 《中国历代小说序跋
集》瑐瑢，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瑐瑣，更有甚
者，在吴文治主编的系列诗话总汇著作中瑐瑤，居然
将从诸家别集中搜集而来的序跋作品均作为诗话
文献予以收录。从汇集文献以免除学者翻检之劳
的角度，这些著作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有
其存在的价值。然而，序跋就其原初意义而言，
乃是古人创作之文章，具有其文体的独立功用，
与《文心雕龙》《谈艺录》《原诗》等文论著作以
及李德裕的 《文章论》、李清照的 《论词》、李贽
的《读律肤说》及袁宗道的 《论文》等直接讨论
文学问题的文章依然有重要差异。此种差异的混
淆所导致的绝不仅仅是名实是否相符的问题，而
是能否真实完整地认识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重要
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序与题跋尽管均被现代文
献整理者视为表达文论看法的同类文献，但在文
体属性上它们之间却颇有差异，文体特征也不尽
相同。关于序，明人吴讷曾引述宋人吕祖谦的话
说: “东莱云: 凡序文集，当序作者之意。如赠送
宴集之作，又当随事以序其实也。”瑐瑥清人贺复徵总
结前人所论，概括序文特征说:

序，东西墙也。文而曰序，谓条次述作
之意若墙之有序也。又曰: 宋真氏 《文章正
宗》分议论、序事二体。今叙目曰经、曰史、
曰文、曰籍、曰骚赋、曰诗集、曰文集、曰
试录、曰时艺、曰词曲、曰自序、曰传赞、
曰艺巧、曰谱系、曰名字、曰社会、曰游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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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赠送、曰颂美、曰庆贺、曰寿祝。又有排
体、律体、变体诸体种种不同。而一体之中
有序事，有议论; 一篇之中有忽而叙事，忽
而议论。第在阅者分别读之可尔。瑐瑦

贺氏在其汇选中分类过于琐碎，但究其实，写法
仍未出吴讷所言之序文的议论与赠序的叙事两种。
只是有时又难以截然划分，而常常是 “一体之中
有序事，有议论; 一篇之中有忽而叙事，忽而议
论”的情况。题跋则既与序文有关联，但又有明
显区别，徐师曾说: “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
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
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
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瑐瑧序
与题跋的差异不仅是位置前后的不同，而且内容
也有区别，如果说序的正体是 “当序作者之意”，
则题跋的表达内容就比较灵活，所谓 “其词考古
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戒，各有所
为，而专以简劲为主，故与序引不同。”瑐瑨不仅内容
上可以随意挥洒，而且篇幅短小，体貌劲健，与
序引之文有明显区别。如果说序引常常用来表达
对于所序文集或作品的看法而接近后来文论的话，
题跋则因内容驳杂而颇不易把捉。苏轼的 《书黄
子思诗集后》是较为典型的论诗之题跋，全文从
论钟、王书法的“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再
到论韦应物、柳宗元诗歌的 “发纤秾于简古，寄
至味于淡泊”，又到引述司空图论诗之语 “其美常
在咸、酸之外”，似乎是对一种审美风貌的赞赏，
但最后作者忽而一转: “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
间好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
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
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瑐瑩原来苏轼的目的依
然是要表彰黄子思的诗作水平，而前面的所有文
字只不过是一种铺垫。在此他的确是谈了含蓄自
然、余味无穷的审美风格，但那并非是其创作目
的。后人可以认为这就是苏轼的观念，也可以视
为一种叙述策略。可是到了宋濂那里，题跋就成
了另外一种模样，其《题九灵山房集》曰: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
真知之，然亦难矣。……若余友揭君伯防之
于戴先生叔能，论其文，言其承传所自，皆
精当可徵。予尝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
君以文学名当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

斯文者，亦孰知余言为信哉?瑑瑠

该文所题为戴良之《九灵山房集》，却并未对戴良
本人及其诗文作品进行任何评价，反倒对为戴良
文集作序的揭汯大加赞赏，认为他对戴良的评价
准确，是真能知文者。如不深究，便会颇感疑惑。
这与本文作于洪武十二年有密切关系。因为戴良
虽与宋濂为同门师友，但却誓死不肯臣服于新朝
而甘作元朝遗民，其气节尽管可嘉，但作为明朝
重臣的宋濂论及他时必有所忌讳。因而宋濂不得
不采取迂回的笔法，既尽了为友之道，又不至招
来麻烦甚至祸患。在此，要了解宋濂对戴良的态
度与评价，便须转读揭汯之序言方可得其究竟。
如果将这些题跋作为研究诗论或文论的文献，无
论是《书黄子思诗集后》还是 《题九灵山房集》，
均须首先弄清其运笔技巧与行文脉络，并深入了
解其创作动机，然后才能体悟到其中所谈主旨，
并揭示其理论价值。如果直接拿来作为论证材料，
极有可能陷入痴人说梦的境地。

关于序文，可能较之题跋更接近现代意义上
的论文性质，因为如果排除叙事性的赠序与诗序，
再加上“序作者之意”的文体规定，的确能够较
为直接表述作者的文论主张，尤其是像 《文心雕
龙》之“序志”、李梦阳之《诗集自序》那样的作
者自序，其实已可以视为作者本人的理论表述文
字。但如果细究，序文的问题又似乎并不简单。
在中国古代的序文创作中，为自己文集作序的其
实相当有限，绝大多数都是为他人作序，从而导
致了各种的复杂状况。按照 “序作者之意”的文
体规定，那么是提炼、概括及传达被序文集作者
的思想观念与创作主张呢，还是表现作序者本人
的自我看法呢? 窥诸实际情况，的确错综难辨，
有表彰被序文集作者的创作成就、人格境界、交
情友谊及诗文见解的，也有借为别人作序而宣扬
自我诗学理想与批评主张的，当然也存在二者兼
备的状况，更有借题发挥而抒发自我人生感慨的。
这些序文写法的差异，既有作序者学养个性不同
的原因，也有与被序者所构成的师生、同僚及朋
友等不同性质关系的原因，更有所处时代的政治
环境、地域传统及仕隐状况的原因。比如元明之
际的刘基，就其个人性情而言，他是一位性格直
率、并能够坚持自我主张的作家，因而他的序文
常常鲜明地表达自我的文学观念。其 《项伯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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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开始就从正面表达了自己的变风、变雅的
诗学思想:

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
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
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
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 物之无情者然也，
而况于人哉! 瑑瑡

这是刘基元末的诗学观念，在其他序文中也有表
述。但是他接着说: “项君与予生同郡，而年少
长。观其诗，则冲淡而和平，逍遥而闲暇，似有
乐而无忧者。”在此，项伯高的创作倾向显然与自
己的文学主张产生了明显的矛盾，而他的解释是:
“当项君作诗时，王泽旁流，海岳奠乂”，所以才
会有“和且乐”的情感表达。最后话题一转: “吾
又不知项君近日所作，复能不凄怆愤惋而长为和
平闲暇乎否也? 感极而思，故序而问之。”他当然
没有看到项伯高近日的凄怆愤惋之作，但按照其
本人的“言为心声”“相随以变”的主张，他的朋
友没有理由再写作那些和平闲暇的诗篇。这就是
刘基，他照顾了朋友的面子，却更坚持了自己的
主张。然而在 《苏平仲文集序》中，刘基采取了
另一种写法。他先论述了国运与文运的关系: “文
以理为主，而气以摅之。理不明，为虚文; 气不
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
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
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造意出辞，
规矩绳墨，固无异也。”瑑瑢然后用了几乎四分之三的
篇幅历述唐虞三代、两汉唐宋的诗文创作成就，
来证实自己的立论。但随后却说: “今我国家之
兴，土宇之大，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
员，何高文宏辞未之多见? 良由混一之未远也。”
这才是该文的重点所在，前面理与气的关系以及
国运与文运的关系都是元代论文的老生常谈，刘
基只是接过话题加以整合复述，而关键是他所处
的明初文坛状况颠覆了这一常识，国家兴起，幅
员辽阔，并没有导致文学的繁荣。原因何在? 这
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尽管刘基用了一句 “良由
混一之未远”予以淡化，依然掩盖不住他对当时
文坛的失望。待论及苏平仲时则说: “见其辞达而
义粹，识不凡而意不诡，盖明于理而昌于气者
也。”至于其创作的水平与成就，则几乎未提。该
序的重点不是前面的大段理论阐述，而是理论与

现实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其 《宋景濂学士文集序》
则又换了一幅笔墨。作者先从宋濂在当时的名气
谈起: “儒林清议佥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
首，诚无间言也。”随后交代了自己编宋濂文集的
缘起，等到要对宋濂的文章特色与成就进行评价
时，刘基却一言未发，而是引述了一段元代文人
欧阳玄的评语以为替代，并说: “文公之言，至
矣，尽矣! 设使基有所品评，其能加毫末于是
哉!”序文最后刘基发感叹道:

先生赴召时，基与丽水叶公琛，龙泉章
君溢实同行。叶君出知南昌府以殁，章君官
至御史中丞，亦以寿终。今幸存者，惟基与
先生耳。然皆颓然，日就衰朽，尚可拂刚之
所请而不加之意乎?瑑瑣

可知本文的重心并不在于宋濂诗文成就本身，那
些话别人已经说了很多，自己没有必要再多添几
句，更何况对于明初的创作他也不愿甚至不能进
行评价，所以借用元人欧阳玄的评语就是最稳妥
的做法。刘基最为看重的还是浙东文人之间的命
运与情谊，于是他最后忽然谈及了当年一起投入
朱元璋政权的四先生，他们一起出山，一起辅佐
朱元璋打天下，如今叶琛、章溢皆已亡故，而自
己与宋濂也“皆颓然，日就衰朽”，不能不令人感
叹。从这“颓然”“衰朽”的感觉里，透露出其心
情的沉闷与失落，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是为其编编
文集而已。从序文体式规定的角度，前两段对宋
濂生平的介绍与诗文的评价才是主体，但从作者
的行文重心看，抒写他与宋濂等人之间的情谊及
自己的人生感叹才是目的。本文的价值不在于理
论观点的阐发，也不在于宋濂文学成就的评价，
而在于对当时文坛的感受与浙东文人群体在明初
命运的感叹。同出于刘基一人之手的序文之所以
有如此不同的写法，其主要原因在于元末与明初
所处环境的差异。元末的刘基尽管人生很不得志，
但由于处于战乱之时，政治的多元与思想的失控
使其能够自由直率地表达自我的文学见解，因而
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均可表现其愤激批判的思想
情感。而到了明初，尽管他已经做了朱明王朝的
御史中丞，却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控制与压抑，
不仅内心充满郁闷之情，理想与现实也出现严重
的错位，表现在创作上便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以及表达上的委婉曲折。因而，解读刘基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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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作品也就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
由上所论，在现代学界一向被视为诗论文论

文献的的序跋，其实是具有自身的文体规定与复
杂的创作情况的，因而不能仅仅依靠逻辑归纳便
抽绎出所谓的学术结论。在面对这些序跋文献时，
必须将其每一个文本都视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创作，
认真分析其结构，深入探讨其意旨，弄清其语境，
理清其脉络，严格区分作者看法与被序跋者的观
点，然后才能获取结论并判定其价值。

三 文体综合考察与中国文学思想研究

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中
国文学理论史等传统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最明显的
区别，就是将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践紧密地结
合起来，对古代的文学观念进行立体性与过程性
的考察。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在于扩大了研究的
视野与文献使用的范围，但同时也增加了研究的
难度。由于其研究文献除了涉及到传统的文论、
诗话与序跋外，更扩展至所有的文体类型，而要
从这些文本中提炼出观念性的文学思想，就会遇
到更为复杂的情况。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
是作为体现文学观念的诸种文本形态，其与作者
思想表达的关系是有远近区别的。序跋被视为最
能体现作者文论观点的文体，所以会被传统的文
论研究列为理论批评文献。然后是尺牍，因为它
能够比较直接表达作者的看法，因而谈到文学问
题时也就较为明白可信。还有诗歌作品，因为它
们是作者思想情感表现的最佳载体，也就容易透
露出作者关于文学的态度。而那些讲究形式华美
的骈文辞赋与具有实用功能的章、表、诏、诰、
碑、铭等文体，相对来说对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
表达就要更为曲折隐晦甚至完全被遮蔽。二是要
充分认识到作者与叙述者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这
在当代叙事学中已经是基本的常识。巴特尔曾说:
“叙述者和人物主要是 ‘纸上的生命’。一部叙事
作品的 ( 实际的) 作者绝对不可能与这部叙事作
品的叙述者混为一谈。…… ( 叙述作品中) 说话
的人不是 ( 生活中) 写作的人，而写作的人又不
是存在的人。”瑑瑤其实，不仅叙事作品如此，抒情性
以及其他类型的文体也大致如此，这是因为在中
国古代的文章写作中，均有各自的文体功能与体

貌规定，作者一经进入某种文体的写作，就会自
觉不自觉地进入到一定的角色叙述中，从而与现
实的自我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有时候为了实现自
己的某种创作目的而不得不忽视甚或掩盖住自己
的某些想法。另外，还要考虑到具体的创作语境，
也常常会影响到作者思想的表达。比如即使在最
能直接表达自我想法与态度的尺牍写作中，也会
有上司、同僚、朋友与亲人的差异，不能指望一
封公文尺牍与一封私人家书能够表达书写者同样
真实的想法，更不要说其他与作者关系更远的文
体了。

既然存在着如此复杂的情况，因而在从各类
作品中概括归纳文学思想时，就不能只将其视为
普通的研究文献予以简单的处理，而是要结合作
者的生平遭遇、创作目的、叙述策略及潜藏心理
进行认真的解读，尽力发掘出作者真实完整的观
念形态。比如高启是元明之际重要的诗人，他的
文学思想是当时吴中追求超然审美倾向的典型代
表。然而，以前仅仅以序跋为研究文献的处理方
式显然将其思想简单化了。当然，最能体现高启
文学思想的材料依然是其诗集自序，在其 《娄江
吟稿序》中，他集中表达了其纯美的诗学追求:

天下无事时，士有豪迈奇崛之才，而无
所用，往往放于山林草泽之间，与田夫野老
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闻于世也。逮天
下有事，则相与奋臂而起，勇者骋其力，智
者效其谋，辩者行其说，莫不有以济事业而
成功名。盖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羁留狎玩者，
亦各因其时焉尔。今天下崩离，征伐四出，
可谓有事之时也。……余生是时，实无其才，
虽欲自奋，譬如人无坚车良马，而欲适千里
之塗，不亦难欤! ……因序其篇端，以见余
之自放于江湖者为无所能，非有能而不
用也。瑑瑥

依据“序作者之意”的文体功能，高启在序中要
表达的主旨毫无疑问是自己自甘于隐居娄江之滨
以写诗自适，他并非没有追求功名的愿望，而是
缺乏用世的能力，因而不得不混迹于田夫野老之
间，以写诗打发自我的闲散时光。尽管其中也写
到自己的隐居生活，诗歌创作的内容，以及从中
所享受到的审美快乐，但从序文的结构安排看，
从士之追求功业的群体特征入笔，到天下大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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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纷纷应召而出，再说到自己 “虽欲自奋，譬如
人无坚车良马”的“实无其才”，最后直接点出写
序的目的: “因序其篇端，以见余之自放于江湖者
为无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然而，这果然是高
启的诗学思想吗? 应该说并不是其全部的感受，
之所以如此架构文章，是因为高启当时身处张士
诚的统治区域，其北郭诗社的许多朋友均被征召
入仕，高启本人也曾多次被征，他却始终不肯就
范，躲到娄江隐居作诗，与张氏政权保持了一定
的距离。可他毕竟依然处于张氏政权的辖区，如
果让其感到自己有不合作的态度，势必危及自我
生命，于是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反复陈说自己的
无能与无奈，以换取当权者的理解与平静的隐居
生活。其实他对自己充满诗意的隐居生涯是相当
得意的，这有他同时期创作的《青丘子歌》为证:

青丘子，癯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
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屩厌
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
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
城。……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
知怜，客至不果迎。……造化万物难隐情，
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江
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
歌，不顾俗耳惊。……天帝闻之怒，下遣白
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珮还瑶京。瑑瑦

就像陆机用赋体谈创作体会一样，高启用一首歌
行体诗作塑造出一位青丘子的诗人形象，并淋漓
尽致地写出了他苦吟的形态、想象的奇特与从中
享受到的无与伦比的审美快乐。在此，从事诗歌
创作不再是其无奈的选择，而是刻意的追求。他
那“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
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
城”的厌倦世俗生活态度，那种 “头发不暇栉，
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的痴迷
情状，那种“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
坐令无象作有声”的巨大创造力，以及 “江边茅
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
俗耳惊”的自我陶醉的快感，弥补了序文所谓
“自适其适”的巨大遗留空间，诠释了他何以能够
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后来在洪武
年间所作的《缶鸣集》中，高启追忆了其自幼所
形成的“含豪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瑑瑧诗人

癖好，这使人相信其 《青丘子歌》中所述诗人形
象与诗学追求绝非作者凭空虚构，而是高启自我
性情的形象显现，包括其诗歌情趣、构思心得与
审美体验，都在该诗作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从
而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
《青丘子歌》毕竟是一种艺术创造，其中具有夸张
的描写与理想的成分自不待言。那么，高启的隐
居作诗到底是像序文中的无能力躲避呢还是诗作
中的癖好难忍呢，单靠这两篇文献无法做出判定。
在其词作 《摸鱼儿·自适》中可以找到更有说服
力的答案:

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
局输赢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
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束。莫恃微才，
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这后段行藏，
从天发付。何须问龟卜。瑑瑨

作为一种更适宜表达私人化思想情感的词体，透
露出了高启更为真实隐秘的心曲，他的隐居自适
并非纯粹的个人好恶与情绪冲动，而是一种精于
算计的政治选择与深谋远虑的人生安排。在元末
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中，任何政治选择都无异于
压上全部的生命赌注，“赌棋几局输赢注，正似世
情翻覆”。经由深思熟虑的谋划，还是归隐自适乃
是上策。 “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
他并非无才，而是不能轻易施展; 他并非无识，
而是可能祸从口出; 他不是没有追求富贵的念头，
而是可能会处人屋檐之下而丧失人格的尊严。这
种表述解构了其 《娄江吟稿序》中所谓欲求取功
名而“实无其才”的声明，得知那不过是其全身
远害的叙事策略而已。从这三个文本中，可以提
炼出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高启在元末有追求
自适的倾向，并通过诗歌的写作而实现其价值的
选择。序文的确是其诗学观念的表达，但却对形
成诗学观念的原因进行了有意的遮蔽; 诗作对其
诗歌情趣的浓厚、诗歌创作的情状及诗歌享受的
快乐进行了细腻形象的描述，从而使人们对其自
适的内涵有了全面而直观的把握，但它却淡化了
环境的险恶而突出了自我的天性; 词作则是对自
适选择的时代原因与个人体验的全面阐释，但却
忽略了对于诗歌审美的表现。身处易代之际的高
启，他的确具有过人的诗才与审美愉悦的追求，
并由此对于诗歌艺术拥有超乎常人的理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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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毕竟是一位饱读儒家诗书的文人，也曾有过入
世的理想与事功的追求。但在充满危机的境遇中，
他只能选择归隐的生涯与诗学的满足，而尽量打
消甚至遮掩自己追逐功名的愿望。这其中既有他
的无奈，也有他的得意。只有将这些文本综合起
来考量，才能认识这位丰富鲜活的诗坛巨匠。

在从文学文本中提炼概括文学思想时，必须
关注到两个基本的层面: 一是对于每个文本的解
读都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是作者为了实
现自我的创作目的而精心结撰的结果，突出什么，
掩饰什么，回避什么，淡化什么，均有其叙述策
略的讲究。当现代学者面对这些文本时，既要关
注文学思想层面的内涵，又必须充分顾及文本作
者所要实现的写作意图，并在这二者之间反复辨
析思考，以求得出符合文本作者真实思想内涵的
结论。从此一角度说，这种研究首先是文学史的
文本分析，然后才是文学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提炼。
二是对于文本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将不同文本视
为作者不同思想层面的表达。由于文体属性的差
异和创作目的的不同，作者难以将自身的所有看
法与感受在某一种文体、某一个文本中作出圆满
充分的表达，因而必须将各种不同文体的文本加
以认真比对，既要总结归纳其一致的思想观念，
又要发现它们之间各自所侧重甚或相互矛盾的方
面，并分析其背后的复杂成因，最终才能得出接
近其真实文学思想的结论。这其间最为重要的是，
每个文本都要关注其体式要求与功能规定，同时
更要仔细辨析作者写作时因个体需求与叙述策略
而导致的独特性。因为只有如此，研究者对于文
本的解读，对于观念的提炼才是更有针对性的，
因而也才是更为接近历史真实的。

四 文献使用精细化与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自现代学术体系建立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
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有了 100 多年的历史，
即使自新时期以来，也有了近 40 年的学术史。每
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均有其学术特点与发展水平，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研究属于学科建立的初期阶段，
其特点在于用西方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来观照
中国的研究对象，从而使中国的学术具备了现代
的品格与体系，那么近 40 年来学界更关注的则是

如何使中国文学批评史与理论史更贴近中国的学
术传统与更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于是，学界首
先要做的乃是对于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文
献进行全面的搜集与整理，其学术期待就是认为
随着文献搜集范围的扩大与阅读视野的延伸，将
会更为完整、细致、深入地揭示古代文论的真实
面貌。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是在此一学术发
展趋势中确立自己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在
研究方式上，它要将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实
践结合起来，其要义在于将从创作中提炼出的文
学观念去印证、补充或者纠正理论批评体系之缺
漏。这种研究方式的改变也同时扩大了其文献搜
集与使用的范围，以前未被纳入研究视野的诗文
别集皆被作为提炼文学观念的必备文献，而且为
了探索文学思想产生、转变与消歇的历史文化原
因，文人心态的研究也成为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研
究环节，则阅读文献的范围便进一步延伸至各个
相关的学科领域，竭泽而渔的阅读文献成为文学
思想史研究者的必备素养。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传统研究方式上，将扩大阅读
文献作为提升文学思想史研究的途径显然是不够
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转向精致化，它不仅
要超越传统的研究范式，更要检讨传统文学理论
批评处理文献的弊端; 它不仅要将创作实践纳入
自己的研究范围，更要关注如何从诗文作品中提
炼文学观念的有效方式。我认为，强化研究者的
文体意识，就是将文学思想研究精细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它不再将文学理论批评的文献视为不加
区分的研究资料，而是区分为不同种类、不同文
体与不同功能的文本，并采取相应的研究方法去
发掘其不同层面的文论内涵; 它在面对传统文学
批评史视为论文主张的载体序跋文献时，首先关
注的是这些序跋作者所呈现的书写目的与叙述策
略等文体功能，然后再从中剥离出所蕴含的文学
观念; 它在从诗文作品中提炼概括文学观念时，
首先要做的是依据不同的文体规定，寻觅其结构
脉络、创作主旨及行文技巧，然后再揭示其隐含
的思想内涵，同时要将性质相近的各种文体的文
本加以对比辨析，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作者的文学
思想体系。这种精细化的研究，不仅需要研究者
具备概括能力与分析能力，更要具备敏锐的审美
感悟能力、良好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贯通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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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学科的综合能力。可以说，没有对各种文献
进行文本解读的精细化处理，就很难真正实现中
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求真目的。

其实，精细化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思想研
究的需要，也是提升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水平的需
要。因为将不同文体种类的文献作研究资料的一
般化处理，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个别
现象，而且也较为普遍地存在于诗歌史、戏曲史
及小说史的研究之中。像文学思想史研究一样，
作为一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解读文本与分析文
献时，也需要具有清晰明确的文体意识，也需要
弄清每一个文本的生成语境与书写策略，从而提
升其研究的严谨性并获取较为可靠的学术结论。
精细化的研究是一种良好的学风，是一种优雅的
品位，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
的学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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